声乐与器乐表面上只是一种体裁的区别和联系。前者是为人声而写的，是音乐与诗歌相结合的综合形式；后者是为乐器而写的，是独立的音乐形式。器乐的旋律与声乐的旋律有密切联系，许多器乐旋律就是根据声乐旋律而作的。但是，声乐与器乐是否就停留在这些联系和区别上？二者之间是否有更深层的联系与转化？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些初步的思考。 

 一 
声乐是音乐与诗词之综合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诗词与音乐之间凭什么综合起来？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的联系？这倒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 

《诗序》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这段话似乎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杨荫浏先生对这段话的理解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语言、吟诵、歌唱，其含义正与古人所说的‘言’、‘嗟叹’、‘永歌’相同。žžžžžž由语言而吟诵，由吟诵而歌唱，其间有着一贯的关系。吟诵调之用五音，可能是由于语言之有五音，而南曲之用五音，也可能是由于吟诵调之用五音”1)。杨荫浏先生这段话的意思是语言的音调与歌唱的音调有内在的联系，语言的音调影响了吟诵的音调，吟诵的音调影响了歌唱的音调。“言”、“嗟叹”、“永歌”之间存在着音调上的内在联系。这是“言”、“嗟叹”、“永歌”之转换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但是，“言”为何要“嗟叹之”？“嗟叹”又为何要“永歌之”？宗白华先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推动“言”向“嗟叹”向“永歌”转化的内在动力，不是别的，正是人的内在情感。“逻辑语言，由于情感之推动，产生飞跃，成为音乐的语言。”“情不自禁，就要说出，普通的语言不够表达，就要‘长言之’和‘嗟叹之’（入腔和行腔）。这就到了歌唱的境界”2)。宗白华这段话的意思是，在表达人的内心情感上，普通的语言不如嗟叹的语言，嗟叹的语言又不如永歌的语言，由于内在情感表达的需要，所以要转化之。综合杨荫浏和宗白华的观点，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言”、“嗟叹”、“永歌”之间存在着一种声调上的联系，“言”的声调之所以要转化为“嗟叹”的声调，“嗟叹”的声调之所以要转化为“永歌”的声调，是因为表现情感的需要。换言之，“嗟叹”的声调比“言”的声调更能抒发人的内心情感，而“永歌”的声调又比“嗟叹”的声调更能抒发人的内心情感，为了能更好地抒发人的内心情感，才需要从“言”到“嗟叹”到“永歌”的转换。如果说，“言”着重强调的是逻辑性和概念性的话；那么，“嗟叹”则更着重“言”中的情感性，把“言”中蕴含的表情性语调通过吟诵（诗歌韵律）加以突显，使“言”中的情感内容得到进一步表达；而“永歌”则把吟诵音调进一步音乐化，使之变成跌宕起伏，能更好地表现人复杂内心情感的歌唱的语言。《诗序》这段话似乎使我们隐约看到了从“言”到“嗟叹”再到“永歌”之间的内在联系与转化的轨迹，贯穿其中的是语言音调不断向音乐音调升华与转化这条主线，推动其转换的内在动力则是人的情感力量。 

既然“言”到“永歌”的转化是语言音调不断向音乐音调升华的过程。那么，语言的音调又是如何向音乐的音调转化和升华的？ 

“言”之所以能“嗟叹”，之所以能“永歌”。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语言和音乐都具有音响的性质，都是人类听觉所能听到的；┅┅音乐的音调同语言的音调一样，具有较大的直接表现力和鲜明的感情色彩。”3)

音乐音调是有组织的、有明确数比关系的乐音运动形态。它以人声或特殊的人造工具（乐器）所产生的特殊的音响作为物质媒介。音乐音调直接诉诸人的听觉。它在时间中运动、展开、呈现，具有一去不复返性。音乐音调是通过有组织的乐音运动对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印象和心理感受进行的艺术抽象。表情性是音乐音调的主要美学特征，它能够直接地、深刻而鲜明地表现和交流人的内心情感，激起人的感情、引起人的想象和联想，是一种情感的符号。 

语言从使用的物质媒介来看，可分为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口头语言以语音符号作为物质媒介，书面语言以文字符号作为物质媒介。语音符号是听觉的，它在时间里展开和消逝，具有历时性的特征；文字符号是视觉的，它在二维平面空间中存在，是历时与共时的统一。 

口头语言无论在物质媒介，存在方式，感受方式，表现功能上都与音乐具有更大的相似性。二者都以声音为媒介，都在时间中展开消失，都是听觉感觉方式，都具有表情作用。当然，二者也存在着本质区别，口头语言的物质媒介只能是人声，音乐的物质媒介既能是人声又能是非人声；语言音调没有精确的高低关系，音乐音调有精确的高低关系；语言音调主要是表义的，音乐音调主要表情的；语言音调不具有独立的形式意义，音乐音调不仅具有独立的形式意义，而且本身就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正因为口头语言与音乐的这种特殊关系，才使二者具备结合和转化的条件。 

语音在口头语言中起什么作用？概括地说，主要起两种作用：一是表义；二表情。语音的表义作用，主要通过其高低、强弱、长短、音质音色的变化来实现的。比如，汉语语音的高低变化就起到辩义的作用，语音的强弱、长短、音质的变化对词义的辩析也起着重要作用。任何语音都是同意义紧密结合的，不能传达语义的语音就失去了作为交流的价值。表义是语音最重要的本质。语音的表情作用，相对表义作用而言，居于辅助地位。它主要通过不同字调的高低快慢，轻重变化的组合而形成的语句音调变化来表达言说者的情感色彩。在感叹句，祈使句，疑问句，陈述句四种句式中，存在着表情和表义的两端，感叹句的表情作用最明显，祈使句次之，疑问句再次之，而陈述句的表情作用最弱，表义作用却最明显。反之，亦然。由于陈述句属于表义性的客观语句，它较适于作为逻辑语言的基本语句，而感叹句属于表情性的主观语句，它适于作为文学语言的基本语句，语音的表义与表情这两端在科学语言（逻辑语言）和诗歌语言中得到最鲜明的

法国哲学家保罗ž 利科从解释学的角度对诗歌语言与科学语言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诗歌语言与科学语言是相互转化的两端。科学语言是一种系统地消除歧义的言论策略，在另一端是诗歌语言，它从相反的选择出发，即保留歧义性，使语言能表达罕见的、新颖的、独特的，因而也是非公众的经验（实指情感经验，笔者注）。科利发现科学语言是通过四个步骤来消除歧义的，即定义；指称可测量和不可测量的实体的词化；以数理符号代替日常词汇，由公理系统来控制解释。诗歌语言则相反，它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来保护自身的歧义和新鲜活泼，通过选择语境，比喻，修辞和特别的语言组合起来。“诗是这样一种语言策略，共同的在于保护我们的语词的一词多义，而不在于筛去或者消除它，在于保留歧义，而不在于禁止它，┅┅从这里就得出了一首诗的几种解读的可能性”4)。在表义功能上，科学语言追求语义的清晰单一，诗歌语言追求语义模糊多义，这与前者指向客观世界、后者指向主观世界是密切相关的。科学语言是人的思想的外化、诗歌语言是人的情感的外化，前者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后者是人对主观世界的认识。因此，前者是概念逻辑、后者是情感意象。这正是语言表达人思想和情感不可缺少的两个维度。 

语言音调在诗歌语言中作为一种形式因素得到了高度发展。语音的高低、强弱、长短、音色在诗歌语言中，通过韵律被形式化，艺术化了，使它更趋向于音乐。俄国形式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雅可布逊认为，诗歌语言把注重力集中在自己的本质、声音、修辞、句法形式上，增强了符号的可知性。诗歌语言是一种用词的艺术，突出的是词本身的语音和语义效果，在诗歌中，不仅是语音序列，任何语义单位的序列都致力于建立对等。在文字的各种形式上表现出的对等，即便是语音上的对等，也会自然地导致语义上的对等。诗中语音的对等会带来语义上的歧义，造成语义的多重性，其结果是使象征性、复杂性、多义性成为诗歌语言的实质。他把诗歌格律结构归纳为三种主要类型；一种是音节韵律，表现为音节峰与非音节峰间的对立；第二种是重音韵律，表现为音节峰之间各等级的对立；第三种是音量韵律，表现为音节峰之间或整个音节之间长短差别的对立。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声调的二元对立性原则，它是从起伏声调（仄声）与不带起伏声调（平声）的音节对立。由此，中国古诗的音节对立是以量的原则为基础，它相当于长音节峰与短音节峰之间的对立，建立在长短对立的基础上，这可归于音量韵律的一种表现形式。 

诗歌的韵律是在民族语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它体现了民族的语言特点。古希腊和拉丁语，元音长短的区别比较明显，因此，古希腊诗和古拉丁诗都以元音长短的有规律的交替形成节奏，有抑扬格、抑抑扬格、扬抑格、扬抑抑格等。德语、英语、俄语，语音轻重明显，诗歌也以轻重的有规律的交替形成轻重格、重轻格的格律。中国古典诗歌的韵律是依据汉语的特点建立的。它主要是由音节的组合、押韵、音调等决定的。中国古典诗歌通过音节的组合形成了四言二二、五言二三、七言四三的基本格律。押韵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有些民族的诗歌，押韵并不那么重要。例如古希腊诗、古英文诗、古梵文诗。据十六世纪英国学者阿斯查姆所著的《敦师论》，欧洲人写诗用韵开始于意大利，时当纪元以后，中世纪曾风行一时。文艺复兴以后，欧洲诗人向古希腊学习，押韵又不那么风行了。十七世纪以后押韵的风气再度兴起。至近代自由诗出现，押韵诗又减少了。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必须押韵的，因为汉语语音长短、轻重的区别不明显，不能借助它们形成节奏，于是押韵便成为形成节奏的一个要素。押韵通过同一韵母的有规律的重复把涣散的声音组成一个整体，造成强烈的节奏感。犹如乐曲中贯穿始终的主音，把乐曲变化多端的音调统一起来。中国古典诗歌的音调主要是借助平仄组织起来的。平仄是字音声调的区别，平仄有规律的交替重复虽可形成节奏，但并不鲜明。它的主要作用在于造成音调的和谐。沈约在〈〈宋书 谢灵运传论〉〉中曰：“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所谓宫羽、低昂、浮切、轻重，都是指平仄而言。除了平仄之外，中国古典诗歌还常常借助双声词、叠韵词、叠音词和象声词来求得音调的和谐。中国古典诗歌韵律的语音的和谐、音调的起伏、节奏的顿挫构成的音乐美。一方面使得诗歌的情感抒发更强烈，形象刻画更鲜明，另一方面也使得诗歌音调更赋予形式美，更趋向于音乐。同时也为音乐形式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诗歌中语音的对等引起语义的对等，造成语义的歧义和语义的多重性，其结果是使多义性成为诗歌语言的实质。所谓“诗无达诂”。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袁行霈在其《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中，把它概括为：双关义、情韵义、象征义、深层义、言外义五个特征5)。所谓双关义是指一词并存两义。它既可借助多义词造成。例如，“远”有两种意义：远近的“远”，表示空间的距离；久远的“远”，表示时间的距离。《古诗十九首》中“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的“远”字，就可作这两种解释，或者两方面的意思都有。也可借助同音字造成，南朝民歌里有大量这类例子，如以莲花的“莲”双关爱怜的“怜”，以丝绸的“丝”双关思念的“思”。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清清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以阴晴的“晴”双关爱情的“情”，也属这类。所谓情韵义是指一词除了本身的原义外，还带有诗化的各种感情和韵味。例如“白日”除了指太阳以外，还带有一种特殊的情韵。曹植说“惊风飘白日”“（《箜篌引》）；左思说“皓天舒白日”（《咏史》其五）；鲍照说“白日正中时，天下共明光”（《学刘公干体》）。“白日”这个词有一种光芒万丈的气象，用白形容太阳的光亮，给人以灿烂辉煌的联想。所谓象征义是指那些用象征手法派生出来的意义。象征有两个特点：一、用具体的、可感知的事物象征抽象的意义；二、用客观的事物象征主观心理和情感。例如：用松菊象征高洁，以美人香草象征理想等等。此外，还有隐藏在词句表面意义下的深层义和隐藏于诗歌之外的言外义。总之，诗歌语言的多义性使诗歌渗透着诗人复杂的情感和意味，而读者在阅读时，也因生活经验、思想境界、心理气质、文化修养的不同，而对同一句诗或一句诗中同一词语的意义产生不同的体会。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理解也不一样。一首含义丰富的诗歌，好象一颗多面体的宝石，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光的折射和色彩的组合。诗歌多义性带来的内涵的不确定性和理解的主观性与音乐内涵的模糊性和主观性有着很大的相似。 

总之，诗歌语言追求语音形式的对等引起的语义的对等和模糊多义，使语音的两种基本功能，表义和表情，沿着这样的轨迹发展。在表义这个层面上，语义从明晰单一向模糊多义发展；在表情这个层面上，语音表情音调得到了充分发展，通过诗歌格律化，使之升华为一种趋向于音乐的具有审美价值的声音形式。诗歌语言的这种特点，使它更适于表达人内心模糊朦胧的情感世界，人的复杂多变的内心情感也只有通过诗歌语言才能更好地得到抒发，这也许是“言”为何不足，为何要“嗟叹之”的缘故。 

诗歌语言（嗟叹之言）既然通过语义的朦胧多义，通过诗歌韵律的吟诵（嗟叹）较好地抒发了人的内心情感，为什么还会显得不足？而需要借助于音乐的音调来“永歌之”呢？这是否意味着诗歌语言音调在表现人的内心情感上，与音乐音调相比，又显得不足了呢？音乐音调为何会比诗歌音调更适于表达人的情感？音乐音调与诗歌音调在“永歌”中是怎样结合的？二者究竟有何联系？ 

在原始艺术中，诗歌、音乐、舞蹈是三位一体的。“音乐在文化的最低级阶段上显见得跟舞蹈、诗歌结连得极密切。没有音乐伴奏的舞蹈，在原始部落间很少见，也和在文明民族中一样。‘他们从来没有歌而不舞的时候，也可以反转来说从来没有舞而不歌的。’”6)只是历史向前发展，三者才逐渐分化独立开来。但是分来分去，文学和音乐，舞蹈和音乐，总是难舍难离，又合又分。器乐正是在为声乐和舞蹈的伴奏中逐渐独立出来的。对于器乐是如何从舞蹈的伴奏中逐渐独立出来的问题，将另文讨论。本文主要讨论器乐是如何从声乐的伴奏中逐渐独立出来的问题。 

“原始诗歌首先是抒情的歌曲，有许多是赞美神的，诗歌中表达具体含义的成份很可能是后来才逐渐产生的，这和语言的发展过程相近似。动物的叫声主要是各种感情的反应，只能间接地表达某种含义。在人类语言中，很可能是先有表达感情的叫声，然后才有具有含义的内容的，叙述性的表达则更晚一些。”7)音乐与文学的关系，正如鲁迅认为的那样，是在“哼唷哼唷”中诞生的，两者没有谁先谁后的关系。即使两者分化独立后，也总是又合又分，难舍难离。著名诗人公木在《诗歌之路》的序中认为，“在古代，诗不必是歌，所谓歌，包括诗歌与乐歌。凡成歌之诗源之歌诗，凡不歌之诗谓之诵诗。诵诗从歌体中分离出来，又经常补充着歌诗。诵诗从歌诗中分离出来，又最后演变为诵诗，二者同时存在，并行发展，又互相影响，不断转化。”也就是说，结合与分离是诗歌与音乐发展的两种趋势，二者同时存在，并行发展，又互相影响，不断转化的。公木认为，“诗歌与音乐相分离，是基本趋势，在全部诗歌演变当中，诵诗是主流。因为只有到诗歌从音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语言艺术的一种独立形式，才能把语言的机能充分发挥，中国古典诗歌语言诗化过程，是在诵诗出现，并经过唐建安的高度发展，才完成的，建安，盛唐，两个高峰，主要成就都在诵诗方面。”当然，“歌诗之路也决不容忽视的，因为诗歌与音乐的相结合，是另一趋势，汉魏乐府，唐宋词，元明曲都说明了这一点。”8)刘尧民在其《词与音乐》一书中，对诗与乐之关系演变，作了这样的概括：“中国从古到近代的制曲方式，分为两大阶段，前一阶段是以乐从诗，后一阶段是以诗从乐。就其中诗乐相结合的方式，又可分为三个阶段，从上古以至于汉代是‘以乐从诗’，先作好诗，然后跟着诗歌的节拍来制曲。汉以后至唐是‘采诗入乐’，因为从汉后诗乐分途，不能不采诗以合乐。从唐以来是‘倚声填词’，先制好曲，然后跟着音乐的节拍来作诗。”9) 

诗歌与音乐这种深远的历史血缘关系说明，二者是在长期的又合又分，又分又合的相互影响中互为生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各自艺术形式中都可以看到对方的影子。从音调这个层面看，诗歌韵律形式的抑扬顿挫的音韵渗透着音乐的和谐美。在音乐的调式、风格、表情音调中，同样可看到语言音调对音乐形式的影响。这是我们在分析诗歌与音乐关系不可忽视的一个主要方面。 

诗歌和音乐毕竟是经过长期的独立发展，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也是我们在分析诗歌与音乐相互关系中不可忽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从音调来看，诗歌语言格律形式的音调虽然也体现一定的高低、长短、强弱和音色的有规律变化的形式，但是诗歌语调的高低、长短、强弱和音色的变化不是建立在精确的数比关系上的，它只是一种近似值，因此在音律上没有形成精确的严密的体系。而音乐的音调则不同，它是在长期的音乐实践活动中，通过不断选择、提炼，逐渐形成在高低、长短、快慢、强弱和音色上精确的数比关系的乐音体系。“从音乐发展史上来看，在极其多样的音响世界中，不是任何音响都能用来构成音乐。只有经过人类的音响实践，依据音响的科学基础，历史地形成具有一定音高关系和特定音响体系的各音，才能用来构成音乐。”10)由此可见，音乐的音响体系是对自然音响和语言音响的一种更高的选择、提炼，是一种更具抽象力和概括力的声音体系，是一种纯声音的艺术形式，这是音乐的音调与语言的语音的本质区别。在音调的作用上，诗歌音调始终是为表义服务的，不能脱离语义的制约；而音乐的音调则完全不同，它已获得独立的形式价值。如果说音乐音调有一部分是源于对语言音调的概括抽象的话，它也是在扬弃了语言音调中语义的一种结果。因此，它不依附于语义和其他任何要素，乐音通过本身有组织的运动就能表达音乐的内容，特别是能表达人的情感内容。正如苏珊 朗格认为的那样，它是“人类情感的符号”。“‘音乐’的音调结构，与人类情感形式一—增强与减弱，流动与休止，冲突与解决，以及加速、抑制、极度兴奋、平缓和微妙的激发，梦的消失等等形式——在逻辑上有着惊人的一致。这种一致恐怕不是单纯的喜悦与悲哀，而是与二者或其中一者在深刻程度上，在生命感受到的一切事物的强度、简洁和永恒流动中的一致。这是一种感觉的样式或逻辑形式。音乐的样式正是用纯粹的、精确的声音和寂静组成的相同形式。音乐是情感生活的音调摹写。”11)苏珊ž朗格道出了音乐音调与诗歌音调最本质的区别。这正是“嗟叹之言”（诗歌语言）之所以显得不足，而需进一步求助于“永歌”来使其还没充分表达出来的“言”中蕴含的情感内容通过音乐的音调得以进一步的揭示的原因。这也正是“嗟叹之言”在情感力量推动下向“永歌之言”转化的一种内在的要求的必然趋势。 
“永歌之言”是诗歌音调与音乐音调较完满结合的一种形式。诗歌语言的音调此时向一种更精确的更富于美感的音调（曲调）转化。吟诵时无法尽致表达的情感，在歌唱的一波三折的起伏中得到了更加淋漓的流露。永歌既源于嗟叹，又是对嗟叹的进一步升华。正如宗白华认为的那样，“‘歌’是‘言’，但不是普通的‘言’，而一种‘长言’，‘长言’即入腔，成了一个腔调。”12) 

从“言”到“长言”，就产生了“字”和“声”的关系向题。在宗白华看来，“‘字’就是概念，表现人的思想。思想应该正确反映客观真实，所以字里要求‘真’。音乐由于有了‘字’，就有了属于人、与人有密切关系的内容。但是‘字’还要转化为‘声’，变成歌唱，走到音乐境界”。“这就是表现真理的语言要进入到美。‘真’要融化在‘美’里面，‘字’与‘声’的关系，就是‘真’与‘美’的关系”。13)在声乐中，音乐借助于语言（字）使表达的情感具有了客观真实的内容，而语言则借助于音乐音调（声）使思想中蕴含的情感内容得到具体生动真实的表现。

三 
“永歌”使诗歌和音乐带着各自的独特性质和丰富性，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融合。在这个意义上，“永歌”的形式应该是人类表达内心情感世界的一种较好的方式了。为什么人类还要创造出器乐的形式来进一步满足自身的审美需求呢？事实是，人的内心情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言说的。要真实表达人不可言说的内心情感世界，恐怕需要摆脱“言”的束缚，用“无言之乐”表达之。这正所谓“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这也正如海涅所说的，“话语停止的地方，就是音乐的开始。”14)而“音乐始于词尽之处，音乐能说出非语言所能表达的东西，它使我们发现我们自身最神秘的深奥之处；它能传达出任何词也不能表达的那印象、‘心灵状态’”15)。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之后能否再进一步推演，加上“永歌之不足故器乐之”呢？这个推论能否成立，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历史上器乐是否从声乐的伴奏中演化而来；二是音乐形式的发展是否要求器乐冲破声乐的限制而获得独立存在的价值。 

对于器乐是否从声乐演化而来的问题，《乐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皆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从这里可看出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首先就有了诗；接着才依次又有了歌曲（声乐）、舞蹈和器乐的伴奏。《虞书》有一处话也大体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里是说，诗是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歌曲是美化加工的语言，器乐的旋律伴随歌声而发，乐律是声音保持和谐的关系。著名的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也认为：“从历史上看，声乐的发展，曾既是器乐发展的先导，又是器乐发展的基础。历史上有无数器乐作品是从先有的声乐作品上加工改编而来；有不少器乐种类有曾通过为声乐服务的漫长过程而后逐渐脱离了声乐，形成其独立的器乐体系”16)。刘尧民先生认为：“音乐进化的程序，必以自然的音乐工具最先发达，然后才有器乐。”17)王光祈在其《中国音乐史》第五章《乐谱之进化》第八章《舞乐之进化》中认为：“盖人类音乐进化，在理当系歌唱早于演奏，演奏必先有器，歌唱则只是用天生之喉咙，为大部分禽兽所优为者也。”“盖歌唱所用喉咙，跳舞所用手足，皆为人身所具有，不必外求，世界上一切未开化民族无不优为者也。”18)陈钟凡先生在为朱谦之先生著的《中国音乐文学史》一书所作的序中认为，古代初民最早用的是“自然乐器”，他们兴之所至，情之所钟，则发于喉舌，调节之以手足而成乐歌。进一步则有“模仿乐器”，即模仿自然乐器的手拍和足蹈而制的“打击乐器”。如石器中的磬，铜器中的钟，革器中的鼓皆是。19)格罗塞也认为：“人类最初的乐器，无疑是嗓声（voice）。在文化的最低阶段里，很明显，声乐比器乐流行得多。”“最低文化阶段的乐器大半只是用来标记拍子。这类乐器用得最广的是苏鼓（kettledrum）。”“鼓到如今还是大部分狩猎民族的唯一乐器。埃斯基摩人明科彼人以及大部分的澳洲部落，都是除了鼓，就不知道还有别的任何乐器。”20)弗朗兹ž博厄斯也认为，在原始民族使用的乐器中“有一种是全世界共有的，这就是打击乐器及用来为歌曲打拍子的更为高级的乐器。最简单的打击乐器是用棍棒敲击木板或其它能产生共鸣的东西。žžžžžž管乐器的使用不及打击乐器普遍。žžžžžž弦乐器的使用面则更窄。”“非洲有一种称为鼓语的语言，这种语言是用一定数量的定音鼓敲出语言的旋律和节奏。”21)杨荫浏在其《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对中国原始时期的乐器发展情况也作了这样的推测：“在原始时代的乐器中，击乐器占主要地位，基本上还没有多大发展。但是从击乐器和吹乐器来看，已经可以看出，原始乐器已在遵循着一定的途径发展，就是由不定型到定型，由种类很少到种类增多，由不定音到固定音，由个别的单音到有一定高低关系的多音的音阶序列。”“在原始时期里，我们的祖先已经发明了各种击乐器和吹乐器。至于有无弦乐器，则我们目前还没有弄清楚。”22) 

综上所论，可以得出几点启示：在人类音乐文化的发展中，一、人造乐器晚于自然乐器（嗓子、手拍、足蹈发出的声音）。对于人造乐器的产生和发展的问题，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是打击乐器、吹管乐器早于弦乐器；二、人造乐器可能是在对人的自然乐器的声响的模仿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换言之，自然乐器可能是人造乐器产生和形成的重要中介。既然，打击乐器最初可能是对人的手拍、足蹈声响的模仿（依陈钟凡先生的观点），那么同样，也有理由推测吹管乐器和弦乐器最初可能是对人的声调的模仿而逐渐形成的。当然，这里不排除自然的声响（风声、水声、雷声、鸟声、马蹄声等）对人造乐器形成中的影响和作用。但笔者认为，音乐的本质是抒情的，在这种理论前提下，乐器对人的声调的模仿也就必然重要于对自然声响的模仿。我国东晋大诗人陶潜在其《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就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曰：‘渐近自然”之说，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表达人的情感上，弦乐器不如吹乐器，而吹乐器又不如人声这个自然的乐器。为何“丝”（弦乐器）会不如“竹”（管乐器），而“竹”又会不如“肉”（人声的自然乐器）？换言之，“肉”为何胜于“竹”，而“竹”又为何会胜于“丝”？原因在于：“肉”（人声）是人自身的天然乐器，离人的内心情感最近，是人的内心情感外化的直接媒介，所以，它在表达人的内心情感时显得最直接、最自然；“竹”是人造乐器，本质上是人声的物化和延伸，离人的内心情感的距离较人声远，所以，在表达人的内心情感上，管乐器显得没有人声这种天然乐器那么直接、那么自然；“竹”（管乐器）和“丝”（弦乐器）同是人造乐器。为何彼此间有差异？原因在于二者的演奏方式的不同。管乐器是用人的生命之“气”吹奏的，弦乐器是用人的手拉（弹）奏的，“气”比“手”更接近于人的内在生命，所以，在表达人的内心情感上，“竹”比“丝”显得更直接、更自然。由此可见，中国古典音乐美学是非常重视自然和人的内在生命的。从“肉”、“竹”、“丝”在表达人的内心情感上的直接性和自然性的关系比较中，我们看到了人的内心情感是如何通过自身媒介（人声）得以直接外化，并且如何通过人声这个中介进一步外化为人造乐器的。也就是说，从人的内心情感到“人声”（自然乐器，“肉”）到“非人声”（人造乐器，“竹”、“丝”）的外化过程中，存在着某种美学上的联系。这是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探讨的。三、声乐体裁早于器乐体裁，器乐体裁晚于声乐体裁。这点可在中外音乐史中得到证明。比如，我国古代的“但曲”就是在为声乐伴奏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声乐伴奏的实践中，随着器乐演奏水平的提高，演奏家常常选出某些声乐曲调进行加工，逐渐作为独立的器乐来演奏，于是就出现了不用歌唱的“但曲”23 )欧洲音乐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十六世纪欧洲最流行的乐器是琉特琴，人们常常拿它伴唱和伴舞。琉特琴演奏家常常把声乐或舞曲的一个基本素材，用不同的样式演奏出来，把原来声乐、舞曲的素材加以简单的变化发展，这样就产生了变奏的手法，它既摆脱了歌词的限制又不受舞蹈的束缚，从而形成了最初有独立意义的器乐体裁。此外，十六世纪的风琴曲的独立也与琉特曲一样，主要是在长期为宗教声乐伴奏中，根据宗教声乐曲（或民歌）的旋律加工改编而成的。前苏联著名音乐学家玛采尔认为，“歌曲是旋律的本源，”“尽管器乐旋律具有许多特点，它们的规律性基本上仍然与人声的规律性相同。因为，不仅旋律的历史起源、旋律的实质本身也与人声、歌唱的概念和作为生动表现的音调的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玛尔采通过对欧洲著名作曲家作品的分析，认为声乐是器乐的源泉和基础。他认为，巴赫的“许多器乐曲主题中含有的声乐的、歌曲的基础表现得很明显”。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的主题体现了“法国革命时代的英雄进行曲音调”。“这一主题的特点在于，音调的较完整的交响性的发展，是在不超过最短小的歌曲副歌的旋律之内实现的”。肖邦曲调最重要典型特征之一是“其中的歌曲的辽阔性与活泼性、易变性，甚至顽皮性的结合，却出自波兰民歌的原则，出自歌唱性与舞曲性，声乐性与器乐性的特殊结合”。“格林卡之后的所有俄罗斯古典作曲家都以不同的方式继承和发展了格林卡的原则，以新的方式体现了格林卡的旋律的某些特点。žžžžž同俄罗斯民歌的原则有着密切联系，强调并发展着这一基础的各个不同方面。”24) 

从中外音乐史的事实来看，声乐是器乐的基础和源泉之一，这一论点是可以成立的。然而，是什么推动器乐从声乐的附庸地位中独立出来呢？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进音律科学和乐器制作、性能的不断改进、完善；也有社会音乐实践的不断发展促进乐器演奏水平的不断提高；更有人们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需求的不断发展变化要求有新的艺术形式的诞生等等主客观的因素。这些都是推动器乐从声乐中独立出来的重要的社会历史原因。这些问题非常复杂，需专门探讨。

本文主要从声乐体裁的局限性对器乐发展的制约所产生的矛盾来探讨器乐如何从声乐中独立出来的原因。 

首先，从声乐的物质手段来看，人声在表现情感方面具有器乐所不具有的优越性。因为人声本身就是内心情感状态外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人的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在很大程度上都可通过人声的各种变化直接表达出来。因此，人声比起非人声（乐器声），对于表达人的情感具有更直接的更自然的特性。如上所述。但是，另一方面，人声因为受人声声域、呼吸量和其他特性的限制，无论在音域、音色、速度、力度的变化上都不如乐器的声音那样自如多样，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音乐形式在声乐体裁中获得更大发展的可能性。当音乐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形式愈趋复杂时，如曲式规模不断扩展，音域的不断拓宽，速度的变化愈益加大，旋法愈复杂时，人声所不能胜任的部分必然会让位给乐器。这就会引起乐器在声乐伴奏中地位的变化。由乐器独立演奏的前奏、间奏、尾奏的比例的扩大，使其逐渐获得了体裁的意义，最后从声乐中彻底独立出来。比如，在欧洲的宗教复调声乐曲中，时常会产生这样的特殊矛盾，声乐本来是与歌词密切结合的，而复调的发展却常常不顾歌词，按照音乐本身的法则（如模仿、卡农等）发展。复调音乐形式的发展要求冲破声乐的限制，于是风琴音乐从宗教声乐中独立出来便成为必然，也正是风琴音乐从宗教声乐中独立出来，才使复调音乐形式得以完全脱离歌词的束缚，按音乐形式自身法则得到了自由的、高度的发展。十六、十七世纪欧洲风琴音乐，如：“康佐涅”“里切尔卡尔”、“幻想曲”、“托卡塔”、“前奏曲”都是从宗教复调合唱曲中独立出来的器乐体裁。在我国古代，《相和歌》发展到高级阶段时，乐器的演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歌唱还没开始之前，往往先由器乐演奏四至八段曲调，在每段乐器演奏完毕时还要加上一个尾声。这些都为后来的器乐套曲奠定了基础。 

其次，声乐是诗歌与音乐的综合体，其优点是通过‘字’与‘声’的结合能充分表现思想中的情感内容和情感中的思想内容，这也可能是纯器乐无法与之相拟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声”受到“字”的限制，作为音乐旋律的任何发展都必须处理好“字”与“声”的关系，“声”是在“字”允许的范围内运动变化的，音乐的发展在这种关系中当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特别是当音乐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冲破这种限制就会成为一种必然。最初会在声乐的范围内对“字”进行部分的扬弃。宋代的沈括已看到这点，他在《梦溪笔谈》说：“使字字举木皆轻回，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块，此谓声中无字”。宗白华先生对“声中无字”作了这样的解释，“什么叫‘声中无字’呢？是不是说，在歌唱中要把‘字’取消呢？是的，正是说要把‘字’取消，但又并非完全取消，而是把它融化了，把‘字’解剖为头腹尾三个部分，化成‘腔’，‘字’被否定了，但‘字’的内容在歌唱中反而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取消了‘字’却把它提高和充实了，这就叫‘扬弃’，‘弃’就是取消，‘扬’是提高，这是辩证的过程。”25) “声中无字”体现了声乐中“声”与“字”的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是“声”对“字”的限制的一种突破。 

这种现象在苏珊朗格看来，是音乐对诗词的同化。她认为，在诗词被谱成歌曲后，就已不再是诗词，因为诗词的语言材料以及它的声音、意义已转化为音乐形式，歌唱是同时出现的词和曲，是曲吞没词，诗词被音乐所同化，诗词的文字幻象已被音乐的时间幻所代取。26) 

我们有必要对“字”与“声”这一对矛盾在声乐中是如何转化发展作进一步的考察。根据“字”与“声”在声乐中的主次关系，大致上可以分为“字多声少”和“声多字少”这两类。在“字多声少”中，“字”占主导地位，而“声”则占从属地位。“字”支配“声”，“声”服从于“字”。也就是说，语言音调占主导地位，音乐音调从属于语言音调。这在西方的宣叙调中表现得最典型。在我国某些戏曲、说唱音乐中叙述性较强的一些声腔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字”的支配地位进一步扩大，甚至完全代替了“声”的地位，则声乐中文学与音乐的关系随之消解，剩下的就是单纯的文学体裁了。在“声多字少”中，则“声”占主导地位，而“字”只占从属地位。“声”支配“字”，“字”服从于“声”。尤其在“声”的拖腔中，“字”让位于“声”，虽然“字”竭力想在其中保持其地位，如我国民族唱法通过字头、字腹、字尾的咬字唱法，保持声腔的所谓“字正腔圆”。当然，在一定长度的拖腔内，这种方法也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应看到，如果拖腔的长度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字”在“腔”中的控制力必然随之下降，虽然演唱者努力用字头、字腹、字尾的唱法去保持所谓“字正腔圆”，但实际上，字头、字腹、字尾在过长的拖腔中，已经失去了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听众听到的只是某个声母和韵母的长距离的圆滑过渡，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字”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字”在“声”中被消解了。这种现象在西方的咏叹调和我国的民歌、戏曲的抒情慢板声腔或花腔中，经常可以见到。如果“声”对“字”的消解进一步发展，将会出现无词歌，（如哼鸣曲，声乐练习曲等）。这时，“字”已被消解为类似“元音”或“辅音”的所谓“感叹声”。人声的功能从表义转向了表情。这或许可看作声乐向器乐发展过渡的中介环节。一旦人声被非人声所代取，声乐体裁也就随之转为器乐体裁。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把“字”与“声”的转化过程概括为：“字中无声”、“字中有声”、“声中有字”和“声中无字”四个阶段。在“字中无声”中，一般语言音调占了绝对地位，音乐音调还没有得到发展。如一般散文性的朗读就属于这类；在“字中有声”中，语言音调初步发展为具有音乐音调雏形的音调，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严格数比关系的音乐音调。如诗歌的韵律及其吟咏就属于这类；在“声中有字”中，音乐音调和语言音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二者的主次地位是可以变化的，在语言音调占主导地位时，体现为“字多声少”，是一种带“歌唱”的叙说，宣叙调即属此。在音乐音调占主导地位时，体现为“声多字少”，是一种带“咏叹”的歌唱，“字”在“声腔”中，尤其在超过一定长度的“拖腔”或“花腔”中，已经被消解了。咏叹调即属于此；在“声中无字”中，音乐音调扬弃了语言音调，“字”已经被完全消解了。声乐的无词歌即属于此。当“人声”被“非人声”代取时，声乐即转化为器乐。这里，又可以分为标题音乐和无标题音乐两个阶段。在标题音乐中，“字”虽然已经被排除在音乐音调之外，但它还在音乐音调之外的标题中起着“语义”的提示作用；而在无标题音乐中，“字”又被排除出音乐标题之外，“语义”的提示作用完全消失，余下的只是类似“C大调奏鸣曲”这样的不具有“语义内容”的关于调式、调性、曲式之类的说明了。在这个意义上，“语义”才真正转化为“非语义”，“言之乐”才真正转化为“无言之乐”。 

无论沈括的“声中无字”，还是朗格的“音乐同化”现象，在音乐和诗词结合的声乐体裁中，由于音乐发展的需要和表情的需要，“声”（音乐音调）表现出一种冲破“字”（语言音调）的束缚的内在趋势，甚至在某些时候吞没了“字”，“字”在“声”的运动中被部分地或完全地消解了。

为什么在“声中无字”或声对字的“同化”中取消了字而人的情感内容反而得到充分的表达？对于这个问题，苏珊 朗格曾发表过相当深刻的见解。她认为，语言只是一种推理形式的符号体系，它是由概念到判断，由判断到推理的特定的规则形成一个完整语义的过程。“语言诸成分一旦被接受下来，作为句子的含义也就自然地显露出来了”。这种由一而二、由二而三的逻辑结构，排除了它表现情感或内在生命的可能。因为人类情感特征是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此非彼而又亦此亦彼的交错有机的无绝对界限的状态。“语言的描述，只能强调它们的区别。”对于这种内在生命，语言是无法忠实地再现和表达的。“语言对于描绘这种现象，实在太贫乏了”。既然语言不能完成情感的表达，人类的符号能力就必然创造出服务于情感表现的另一种符号；艺术符号。27)在朗格看，音乐符号是艺术符号中最适于表达人内心不可言说的动态的情感世界，因为，乐音的运动形式与人的内在情感运动或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它可忠实的再现和表达人类内心的情感状态。如果朗格的理论是对的话，那么，在声乐中“声”对“字”的同化、吞没或扬弃也就成为人表达情感的一种内在必然。但是，声乐范围内的“声”对“字”的同化、吞没，毕竟是局部的、不彻底的，“字”对“声”的制约毕竟还存在，人声局限性对音乐形式的制约的矛盾毕竟还没有彻底解决，随着音乐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其内在矛盾必然会越来越突出，为了彻底解决这样的矛盾，人声和语义被非人声、无语义所扬弃就成为必然。 

从“言”到“嗟叹之言”到“永歌之言”再到“无言之乐”的转化中，我们似乎看到语言与音乐之间的一条转化的内在逻辑：从语义看，它经历了由语义明晰单一（以逻辑语言为参照）向语义朦胧多义（诗歌语言）到无语义（声乐中语义的部分扬弃到器乐中语义的彻底扬弃）转化的轨迹；从音调看，它经历了由一般语言音调到诗歌音调到声乐音调到器乐音调不断升华转化的轨迹；从物质媒介看，它经历了由人声向非人声的转换。推动“言”向“无言”，“语言音调”向“音乐音调”，“人声”向“非人声”转换的内在动力，则是人的情感。

四 
器乐源于声乐的理论前提，涉及到音乐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纯器乐究竟是一种体现数比关系的、与人的情感无关的、纯粹的音响运动形式？抑或，纯器乐主要是在人的语言情感声调基础上，扬弃了语义和人声的，直接表现人内心情感状态的，高度抽象的有组织的音响运动形式？（这里主要指器乐在为声乐伴奏的过程中逐渐独立出来而言）自律论者之所以否认纯器乐能表现人的情感，在我看来，是因为；一、他们只强调纯器乐非语义、非人声的一面，而否定了纯器乐非语义、非人声与声乐语义、人声联系转化的另一面；二、他们只强调纯器乐自然、物理属性的一面，看不到纯器乐的属人的另一面。我认为，纯器乐的一切形式都是对声音原型（人的、自然的）、运动原型（人内在生命的、自然宇宙的）进行抽象的结果。而且主要是对人的声音原型和内在生命运动原型抽象的结果。器乐形式抽象的本质是能够制造出一种表现动态的主观经验、生命模式的符号形式。而人的声音（尤其是人的表情的声音）恰恰是器乐形式抽象的重要原型之一。因为，人的声音是内心情感外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其喜、怒、哀、乐的声调运动形态与人的内在生命运动形态存在着一定的同构关系。 

鲍里斯.阿萨菲耶夫在《音调论》中认为，要弄清“音乐形式为什么这样实现，而不是别样。”重要的是要“把音乐表现手段的发展同作为思想表现的人类抒发音调的规律性，同多种多样连接的诸乐音以及同说话的语言联系起来。”“音乐音调从来也没有失去同词、同舞蹈、体形表情（哑剧）的联系。”音乐学中重视从量的方面测量音程的声学规范性，这是理所当然的。在理论上，任何两个可比量的音的关系在声学上都可以成为音乐音程。但是，阿萨菲耶夫认为，“在音程音乐化以前，先有它们从同样一些经常的节奏—音调的重复中分出来的逐渐的长期的过程。如在宗教仪式中的魔法咒语里，或者在诗歌、演说、戏剧的朗诵里表现同一种‘情绪紧张度’时，素来经常重复的节奏—音调的‘高度’能够作为两个音的总体从词中（特别是在对话中）分出来，成为音乐音程。”“语言音调中四度和作为四度转位的五度是在提高语言的情绪紧张度时人声‘常项’的相当稳定的音调高峰。音乐音程中的四、五度音程，正是语言音调抽象的结果。欧洲调式的音程在社会意识中安定下来的历史已经明显的表现出它们的声乐的本质。“只有音乐本质的音程在欧洲社会意识确立和巩固下来，才开始欧洲的真正的音乐的历史。而词-声统一体的节奏-音调艺术一部分保留下来只作祭祀用，一部分逐渐变成发展了的多声部音乐，一部分在法国游吟诗人的抒情诗歌中、在朗诵-单旋律音乐、在歌剧的宣叙调中和器乐中发生复杂的变形。”28)由此可见，人的声音原型（尤其语言表情声调）确实是音乐调式音程形成的重要基础。换言之，音乐调式音程的数比关系不是由某位数学家或音乐家计算组合而成的，而是在漫长的音乐实践过程中，对人的语言表情声调不断抽象提炼的结果。正因为通过对人的声音的抽象，器乐形式才找到了通向人内心生命的中介。也正因为如此，器乐形式才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才能直撼人的内心深处，成为情感的符号。沃林格从艺术心理的角度认为，这是人本能的“移情冲动”的需要。移情的“审美享受是一种客观化的自我享受。”“决定性的东西是一种内心活动、一种内在生命、一种内在的自我实现。”29)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纯器乐形式中有些因素不是从人的声音、运动原型中抽象出来的。它是外在于人的，与人的内心情感没有必然的同构对应关系。这也是我们所不应忽视的。如器乐的曲式、对位、和声、织体等。它们赖以抽象的基础更多地是来自于自然宇宙的声音、运动的原型，而非来自人的声音、运动的原型。它体现了自然宇宙的和谐法则，数比关系是其重要基础。它们把“外物从其自然关联中，从无限地变幻的存在中抽离出来，净化一切依赖于生命的事物，净化一切变化无常的事物，从而使之永恒并合乎必然，使之接近其绝对的价值。”30)诺瓦利斯（Novalis,德国浪漫派作家，1772--1801）认为，“数学就是上帝的生命所在。”“宗教就是纯粹的数学。”当代艺术理论家也常常把数学奉为最高级的艺术形式。确实，在某些纯器乐作品中，人们感受到的并非是情感、经验的东西，而更多的是理智的、超验的东西。其中，音乐形式自身的美多于内容的美。他律论者之所以受到自律论者的攻击，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音乐形式与人的声音和内在生命运动原型联系的一面，而忽略了音乐形式与自然宇宙的声音、运动原型联系的另一面；过分强调了音乐的人的情感的一面，而忽略了音乐的理智的一面；过分强调了音乐的内容的一面，而忽视了音乐形式自身的独立性的一面所致。这就导致他律论者在器乐创作、欣赏的实践中，因过分强调内容表现而违反了器乐形式自身的特殊规律性，使器乐作品成为文学、绘画的附庸，丧失了器乐的独立审美价值。反之，自律论者由于过分强调形式的独立性；过分强调音乐的理性、超然性，结果同样因脱离人的情感、脱离于现实的联系，而使他们的作品极度抽象晦涩无法理解，被广大听众所唾弃，从而丧失了其社会的审美价值。西方现代派某些极端激进的作家的作品的命运就是很好的证明。 

对于他律论和自律论的偏执和冲突，沃林格把它概况为“移情”和“抽象”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把移情和抽象视为艺术意志的两极运动形态，并用此去考察人类艺术的演化史。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问题在于沃林格在对抽象艺术的阐述中把抽象和移情决然分开，没有充分看到这两种要素在具体艺术作品中的并存和渗透，区别只在于哪种要素占主导地位而已。即使在抽象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现代艺术中，同样可以看到两种显然不同的运动，一种趋向于清晰、明确和拘泥于形式的理想；另一种则趋向于相反的观念：不清晰、不明确、不拘形式。同样，在移情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浪漫派艺术中，抽象因素也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基于沃林格理论上的缺陷，弗兰克在《抽象于移情》1981年德文版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沃林格首先在一个站不住脚的历史构想中矛盾地使抽象与移情分离开来。”31)同样道理，音乐艺术也没有绝对的抽象与移情的对立，没有绝对的自律与他律的对立，有的只是两者在历史中的对立统一的发展和变化。姚亚平在《西方音乐的观念--西方音乐历史发展中的二元冲突研究》一书中，把西方音乐的发展概括为均等观念与非均等观念的二元冲突，概括无均等--不均等--均等两种结构观念（两种乐音观念）的演变和更替；把音乐形式、风格的发展变化概括为结构因素与非结构因素的对立与冲突，认为，当音乐形式的结构因素占主导地位时，音乐形式的逻辑较严密，音乐风格表现出较抽象的特点；当音乐形式中的非结构因素占主导地位时，音乐形式的逻辑较松散，音乐风格表现出较抒情的特征。并对西方音乐历史（从8、9世纪--20世纪）发展中的二元冲突作了宏观的梳理、分析和论证。32)这对于探索音乐艺术中的抽象与移情在历史发展中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对于探索音乐的形式与内容在历史发展中对立统一的关系，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和启迪意义的。 

结语：从声乐与器乐的联系与转化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语言与音乐之间内在的转化逻辑：从语义看，经历了由语义明晰单一（以逻辑语言为起点）向语义朦胧多义（诗歌语言）到非语义（声乐中语义“字”的部分消解和纯器乐中语义“字”的完全消解）的转化；从音调看，经历了由一般语言音调到诗歌音调到声乐音调到器乐音调的不断的形式化的转化；从物质媒介看，经历了由人声向非人声的转化。推动它们转化的内在动力则是人的情感。由此，我们可得出如下两点结论：一、纯器乐并不是一种只体现数比关系的，与人的情感无关的，纯粹的音响形式，而主要是一种在人的语言情感声调的基础上，扬弃了语义和人声的，由非语义和非人声直接表现人的内心情感的高度抽象和形式化的音响运动。纯器乐的形式无非是对声音原型（人的、自然的）、运动原型（人的内在生命的、自然宇宙的）进行抽象的结果，而主要又是对人的声音原型和内在生命运动原型抽象的结果，人声（尤其是人的表情的声音），其喜、怒、哀、乐的音调运动形态与人的内在生命运动形态存在着一定的同构关系，是人的内心情感外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是器乐形式赖以抽象的重要原型之一。器乐形式抽象的本质是制造一种能表现人的内在生命的符号形式。器乐形式正因为通过的人的声音的抽象，才找到了通向人的内在生命的中介，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器乐形式对于自然的声音、运动原型的抽象的另一面，但与人的声音、生命运动的原型相比，它毕竟是处于次要和非本质的地位。二、音乐艺术并没有绝对的自律与他律的对立，也没有绝对的抽象与移情的对立，有的只是两者在人类音乐历史实践活动中的发展变化和对立统一。任何偏执一端的看法，都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在音乐美学研究中，我们需要的是用历史唯物的、辨证的观点，从人类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深入研究音乐中自律与他律、抽象与移情、亦即形式与内容之间内在关系。这样将会有利于进一步揭示音乐美学的本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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